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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熵值法、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 2006—2016年中国京津

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并运用Tobit模型

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持续增长，珠三角协调

度最高，长三角协调度增速最快；② 三大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差异波动减小，珠三角城市群

的减小幅度最小；③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等级演化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但随时间推移

有向高一级状态转移趋势；④ 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及部分沿海沿江发达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协

调度持续处于较高水平；⑤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空间特征由分散走向集聚；⑥ 经济

发达的城市经济与环境趋向于“同步发展”；⑦ 能源消耗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强

度、外资依存度和所有制结构对三大城市群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具有影响，但各因素影响的显

著程度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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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工业革命的推进，全球经济一路高歌猛进的背后却饱受环境恶化的困扰。经济
增长与生态环境如何协调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经历了改革开
放4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跃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日益凸显，
受资源环境约束，十九大将“美丽中国”建设提上议程，“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面临向
高质量发展转型，未来中国经济在增长的同时将更加关注与环境改善、社会进步统一协
调发展。

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Grossman和
Krueger通过三种空气污染物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分析，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发
展之间的关系，指出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呈“倒U型”曲线关系[1,2]。Panayotou将环境污
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关系曲线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3]，EKC成为探讨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经典理论。随后许多研究对EKC进行验证，
得出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除“倒U型”外，还呈现“U型”[4]、“N型”[5]、“倒N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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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关系。其中，对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关系研究成果丰富，总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一是以“产业生态化”“绿色经济效率”等概念为基础，研究经济与环境相
结合的整体系统发展水平。如从“投入-产出”视角测度绿色经济效率[7]、建立综合指标
体系对产业生态化水平进行测度并总结两者协调类型及发展模式[8]。二是将经济、环境视
为两个系统，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城市经济和环境子系统
的非结构特征和动态特征[9]，利用耦合度分析中国经济与环境耦合度格局并从工业结构视
角加以解析[10]，利用协调度探究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发展水平差异[11]。也有研究
涉及对未来经济和环境系统状态的预测，如运用GM（1, 1）灰色模型[12]、ARMA模型[13]

对经济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状态进行评价与预测。就经济与环境协调关系的影响因素，
已有文献表明城市空间和产业发展策略、经济外向性、技术创新、环境监管等因素对经
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产生影响[8,14-18]。基于地理学研究视角，目前相关研究的空间尺度主要
集中于全国[10]、经济带[19-21]、地区[22]、省域[23-25]、单个城市[26]等，而对城市群之间经济与环
境协调度的测度与比较的研究相对较少[27,28]。城市群是多个城市相互之间吸引集聚形成的
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29]，作为区域空间形态的最高组织形式，城市群已成为
未来中国经济的核心增长极 [30]。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占全国
GDP比重超40%的总量一直引领中国经济发展。三大城市群在产业分工、环境治理等方
面具有单一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然而其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也较单一
城市更为复杂多样。三大城市群的产业发展、自然环境各具特色，三大城市群之间经济
与环境问题也存在差异。鉴于此，本文分别构建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指标体系，测度
2006—2016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对协调度的时
空特征进行动态对比剖析，并对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阐释，以期将三大城市群的经济
与环境协调度特征与城市群各自的经济社会特征关联，试图总结其共性与个性，以丰富
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建设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本文城市群的范围以国务院批复的规划范围为主，行政区划以2016年为准。研究区

域为京津冀（13市）、长三角（26市）、珠三角（9市），共48个城市。
三大城市群的发展水平在全国城市群中居最高等级[30]。从经济总量绝对数看，2016

年，长三角 GDP 以 148 656.1 亿元位居第一；从相对值看，珠三角的人均 GDP 和地均
GDP分别以11.31万元、1.23亿元/km2位居榜首（表1）。从产业结构看，三大城市群均以
第三产业为主。其中，京津冀第三产业占比最高，达 65.21%，工业主导产业为电子信
息、汽车、金属冶炼和化学化工等[31]；长三角和珠三角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 53.30%和
56.07%，长三角的工业主导产业为装备制造、钢铁制造、石油化工、汽车、纺织服装

表1 2016年三大城市群经济水平与工业主导产业表
Tab. 1 The economic level and the dominant industries of the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2016

城市群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人均GDP（万元）

5.072

9.798

11.310

地均GDP（亿元/km2）

0.263

0.701

1.233

工业主导产业

电子信息、汽车、金属冶炼、化学化工

装备制造、钢铁制造、石油化工、汽车、纺织服装

通信电子设备制造、汽车、家用电器、纺织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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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①；珠三角的工业主导产业为通信

电子设备制造、汽车、家用电器、纺

织家居等②。
2.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基于已有研究和数据可得性，从
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两个方面构建三
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评价指
标体系（表2）。参考已有文献[24]，从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发展活力
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衡量经济发展水
平。其中，人均 GDP 反映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从业人员人均 GDP 反映
全员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反映产业高级化程度，产业结构偏离
度 [32]衡量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效率；
GDP增长率反映经济增长速度，人均
客运量和人均货运量反映经济要素流
通速度，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反映
贸易活力。“压力-状态-响应”模型
（PSR） 是环境质量评价常用的一种

评价模型[33]。参照该模型，本文采用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单位GDP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量和单位GDP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三个指标表征环境压力，即人类的经济活动对

环境造成的扰动；从人均绿地面积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两个指标反映环境状态；以工业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反映环境响应，即减

轻、阻止、恢复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的行动措施强度。

以2006—2016年作为研究期，数据主要来源于2007—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34]

和各省统计年鉴。受数据可获性限制，部分缺失指标用插值法替代，对于不能直接获取

的指标数据，通过对相关原始数据的换算求得。

2.3 研究方法
2.3.1 熵值法 熵值法通过信息熵度量系统状态的无序程度，判断指标变化的相对幅度。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较好地克服指标赋权的主观性，权重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具

体步骤如下[35]：

（1）原始数据标准化：由于指标的量纲和正负取向不同，本文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

据进行标准化，方法如下：

yij =
xij -min ( )xij

max ( )xij -min ( )xij

（1）

yij =
max( )xij - xij

max ( )xij -min ( )xij

（2）

① 根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5—2030年）》。

② 根据《珠江三角洲产业布局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

表2 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指标体系
Tab. 2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syst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系统层

经济发展

环境质量

准则层

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发展活力

环境压力

环境状态

环境响应

指标层

人均GDP

从业人员人均GDP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产业结构偏离度

GDP增长率

人均客运量

人均货运量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

单位GDP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单位GDP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人均绿地面积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城市污水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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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yij 为标准化数据矩阵； xij 为原始数据矩阵；max( xij )和min( xij )分别表示第 j项指

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当指标值越大水平越高时，采用公式（1）；当指标值越大水平越

低时，采用公式（2）。

（2）指标熵值计算：

ej = -k∑
i = 1

m

pij ln( )pij （3）

式中： ej 表示指标熵值，0≤ej ≤1；k=1/lnm，其中m为评价对象数量； pij = yij ∑
i = 1

m

yij 。

（3）指标权重确定：

wij = ( )1 - eij ∑i = 1

n ( )1 - eij （4）

式中： wij 表示指标权重； eij 表示指标熵值；n表示指标个数。

（4）得分计算：

指标层得分计算：

Yi =∑wij × yij （5）

式中：Yi 为指标层得分； wij 为指标权重。

准则层得分计算：

Xi =∑Wi × Yi （6）

式中： Xi 为准则层得分；Wi 为指标权重。

系统层得分计算：

Si =∑Qi × Xi （7）

式中： Si 为系统层得分； Qi 为指标权重。

2.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构建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

与环境的耦合度模型[36]为：

Cn = { }(U1U2…Un)/∏(Ui + Uj)
1/n

（8）

式中： C 为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 1]，数值越大表示耦合度越高；Ui 为各系统的评价

指数，本文Ui 指U1 和U2 ，分别代表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 n = 2 。根据式（8）推出经

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耦合度模型为：

C = { }(U1U2)/[ ](U1 + U2)(U1 + U2)
1/2

（9）

耦合度模型无法判断两系统的绝对水平高低，为了将两系统的绝对水平纳入研究，

本文着重运用建立在耦合度模型基础上的协调度模型[37]，表达式如下：

D =(C × T)1/2, 其中, T =(αU1 + βU2) （10）

式中： D 为协调度，取值范围为[0, 1]，数值越大表示协调度越高； T 为经济发展与环境

质量的综合协调指数，反映两者的整体水平对协调度的效应。借鉴已有研究[38]，将 α、

β分别取0.5，将协调度分为10个等级（表3）。

2.3.3 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Theil index）是利用信息论中的熵概念度量总体差异程度的

方法，不仅可以衡量差异的绝对水平，还可以分别衡量组内差距与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

贡献[39]。引入泰尔指数测度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不均衡程度，公式如下[40]：

T = Tb + Tw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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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 =∑
k = 1

K

yk log
yk

nk /n
（12）

Tw =∑
k = 1

K

yk

æ

è
çç

ö

ø
÷÷∑

i ∈ gk

yi

yk

log
yi /yk

1/nk

（13）

式中： Tb 与 Tw 分别为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n个城市的经济和环境协调度被分为 K 个群

组，每组分别为 gk( )k = 1, 2, …, K ，第 k 组 gk 中的城市数目为 nk ； yi 与 yk 分别表示城

市 i 的协调度与组 k 的协调度。
2.3.4 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 马尔科夫链通常描述研究单元等级结构转变过程。将
城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分为 k 个等级，计算相应等级的概率分布及年际变化，反映演化
过程。将各城市的初始状态记为 Ei ，转变为状态 Ej 的概率为 Pij ，公式如下[41]：

Pij( )Ei →Ej =
nij

ni

（14）

式中： nij 表示由 Ei 转变为 Ej 时 i 等级转移到 j 等级的城市数量之和； ni 表示 Ei 处于 i

等级的城市数量，得到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 Pij 。如某城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在初始状

态为 i 等级，经时间 t 等级不变，为平稳状态；若等级提高，为向上转移；反之为向下
转移。
2.3.5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是分析空间异质性和关联性的常用方法，一般通过全局空
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测度要素的空间关联程度。全局空间自相关采用Global Mo-
ran' I测度，体现要素在研究范围内的空间关联情况；局部空间自相关用Local Moran' I
测度，反映区域单元与邻近单元的要素关联情况，公式分别如下[42,43]：

I =
∑
i = 1

n ∑
j = 1

n

( )xi - -x ( )xj - -x
S2∑

i = 1

n ∑
j = 1

n

wij

（15）

式中： I 为Global Moran' I 值； n 为研究城市个数； xi 和 xj 为城市 i 和城市 j 的协调

度；
-
x 为 xi 的平均值； 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 S2 = 1

n∑i = 1

n

( )xi - -x 2
。 I 的取值范围为[-1,

1]，其值大于0表示空间正相关，要素聚合分布；其值小于0表示空间负相关，要素呈离
散分布；其值等于0表示要素随机分布。

Ii =∑w'ij Zi Zj （16）

式中： Ii 为各城市的Local Moran' I值； Zi 和 Zj 分别为城市 i 和城市 j 的协调度标准化

值； 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 wij 的行标准化。

表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Tab. 3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序号

1

2

3

4

5

协调度

0.00~0.09

0.10~0.19

0.20~0.29

0.30~0.39

0.40~0.49

协调等级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序号

6

7

8

9

10

协调度

0.50~0.59

0.60~0.69

0.70~0.79

0.80~0.89

0.90~1.00

协调等级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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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时空特征

3.1 时序演进上，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总体呈现持续上升态势，珠三角协调度最
高，长三角协调度增速最快

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度
2006—2016年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与
环境协调度。结果表明，2006—2016
年每个城市群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都
持续平稳上升（图1）。京津冀和长三
角均于 2008 年从濒临失调等级进入
勉强协调等级，珠三角在整个研究期
内都处于勉强协调等级，且协调度始
终高于另两个城市群。从经济与环境
协调度的增长速度看，长三角年均增
长 率 为 1.95% ， 高 于 京 津 冀
（1.72%）和珠三角（1.66%）的增长
速度。

从经济、环境两个系统的发展水平演变看，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和环境发展水平波动
上升（图2），珠三角的经济和环境质量得分均高于其他两个城市群。在增速方面，经济
发展增速快于环境质量增速。其中，长三角的经济发展增速最快，2016年比2006年增长
了85.37%；京津冀的环境质量增速最快，2016年比2006年增长了25.25%。
3.2 均衡程度上，三大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差异波动减小，珠三角减小幅度最小

从泰尔指数及其分解的结果看（表4），三大城市群泰尔指数均波动减小，即各城市
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差异趋于缩小。相对而言，珠三角泰尔指数波动较大，减小幅度最小。

2006—2016年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差异贡献率持续处于1%~4%，各城市群内部差异贡
献率高达96%以上，说明各城市群内部差异远大于城市群之间差异。2006年各城市群内

图2 2006—2016年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发展水平变化
Fig. 2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environmental system in the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2006 to 2016

图1 2006—2016年各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发展趋势
Fig. 1 The change trend of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in each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6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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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相似。随后京津冀和长三角内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波动下
降；珠三角内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波动上升，2016年占三大城市群总差异的40%。
3.3 等级演变上，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等级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

利用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矩阵反映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在不同等级间的变
化情况（表5）。转移概率矩阵对角线的数值表示协调度等级不变的概率，对角线上方的
数值表示协调度等级上升的概率，对角线下方的数值表示协调度等级下降的概率。

整体上，对角线上的数值普遍高于非对角线上的数值，表明协调等级水平维持原样
的概率较大，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对角线上的协调等级从低到高，等级保持不变的概
率逐渐上升，说明处于越高等级，等级转变的难度越大。协调等级不变和上升的概率都

表4 2006—2016年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泰尔指数及其分解
Tab. 4 Theil index of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and its decomposition

results in the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during 2006-2016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组别

京津冀

泰尔指数

0.0076

0.0060

0.0049

0.0043

0.0038

0.0038

0.0039

0.0036

0.0039

0.0037

0.0037

贡献率（%）

31.78

30.14

26.87

27.23

27.40

27.50

29.67

27.05

29.65

29.10

29.70

长三角

泰尔指数

0.0082

0.0072

0.0062

0.0045

0.0050

0.0044

0.0039

0.0033

0.0032

0.0035

0.0033

贡献率（%）

34.26

36.56

34.23

28.05

35.93

32.34

29.75

24.52

24.28

27.15

27.11

珠三角

泰尔指数

0.0074

0.0058

0.0069

0.0068

0.0048

0.0051

0.0050

0.0064

0.0058

0.0052

0.0050

贡献率（%）

30.99

29.53

37.75

43.11

34.34

37.48

38.44

47.19

43.57

40.99

40.33

组间

泰尔指数

0.0002

0.0003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贡献率（%）

2.97

3.63

1.16

1.62

2.33

2.67

2.14

1.24

2.51

2.76

2.86

表5 2006—2016年三大城市群各城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马尔科夫状态转移概率矩阵
Tab. 5 Markov matrix of transition probability for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from 2006 to 2016

城市群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等级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城市个数

4

58

64

4

13

94

151

2

2

26

48

14

轻度失调

0.250

0.000

0.000

0.000

0.615

0.011

0.000

0.000

0.000

0.038

0.000

0.000

濒临失调

0.750

0.845

0.047

0.000

0.385

0.787

0.026

0.000

1.000

0.769

0.021

0.000

勉强协调

0.000

0.155

0.922

0.000

0.000

0.202

0.940

0.000

0.000

0.192

0.917

0.000

初级协调

0.000

0.000

0.031

1.000

0.000

0.000

0.033

1.000

0.000

0.000

0.06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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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高于等级下降的概率，说明各城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很少出现下降情况。此外，协调
等级若发生转变，都发生在相邻等级之间，几乎不存在协调等级跳跃式发展。
3.4 空间差异上，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及部分沿海沿江发达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较高

根据2006—2016年经济与环境协调度计算结果，按照其对应的协调等级进行空间可
视化，以反映中国三大城市群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空间差异特征（图3）。京津冀城市
群中，2016年首都北京和沿渤海湾的唐山达到初级协调等级，这两个城市的协调度等级
持续处于京津冀城市群的最高值；2006—2011年处于勉强协调等级的城市增长较快，5
年间增加5个城市，基本在城市群中部形成连片发展的态势，而2011—2016年只有北京
周围的张家口和廊坊这2个城市从濒临失调等级发展为勉强协调等级；随着各城市协调

图3 2006年、2011年和2016年各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空间分布
Fig. 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2006, 2011 a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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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提升，处于濒临失调等级的城市逐渐减少；2006年张家口以及南部的衡水、邢台处
于轻度失调等级，2011年以后轻度失调等级消失。长三角城市群中，2016年直辖市上
海、省会城市南京和杭州以及沿长江的无锡达到初级协调水平；2006年仅有7个城市位
于勉强协调水平，除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以外还有沿海的宁波和舟山、沿长江的苏州和无
锡，2011年处于勉强协调等级的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群东部沿海及中部沿长江成片分布，
2016年勉强协调等级城市延伸至安徽省会合肥及其周边城市；濒临失调等级范围逐步缩
小；轻度失调等级2006年存在于长三角城市群西部——安徽省的安庆、池州、宣城、滁
州，2011年仅有安庆处于轻度失调等级，至2016年所有城市都越过轻度失调等级。珠三
角城市群中，其省会城市广州和经济特区深圳在 2011年已处于初级协调等级，至 2016
年，共有广州、深圳和同为经济特区的珠海达到初级协调等级；勉强协调等级范围逐步
扩展，至2016年仅有北部肇庆没有达到勉强协调等级；相应地，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等
级的范围缩小，2006年仅肇庆处于轻度失调等级，此后没有城市处于轻度失调等级。

总体上，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呈现以高值为中心连片发展的特点，具有明
显空间差异性。经济与环境协调度高值位于直辖市、省会城市、经济特区等行政级别较
高的城市以及部分沿海沿江发达城市。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通常也是经济要素集聚中
心，同时也具备相对强大的行政能力加强环境保护力度，经济与环境协调度较高；沿海

沿江发达城市优良的交通区位条件有利于经济发展，一般而言生态环境基础较好，经济

与环境协调度也较高。

3.5 空间关联上，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空间特征由分散走向集聚
三大城市群各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差异不断缩小仅反映了其空间异质性，不能

反映空间相互作用特征。因此，本文通过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揭示三大

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空间关联特征。

2006—2016年全局Moran's I指数都大于0，但2006—2014年全局Moran's I指数不能

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2006—2014年三大城市群协调度总体呈现分散分布。2015—2016

年全局 Moran's I 指数均通过 5%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从 2015 年 0.1517 上升至 2016 年的

0.1539，总体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特征且集聚性增强。

由局部空间自相关识别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空间关联类型（图 4）。

2016年京津冀协调度高值地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呈现高值和低值地区相
邻分布的格局。北京北部的承德为低高集聚类型，而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为高低集聚类
型。2016年长三角协调度空间格局趋向均衡，但西部边缘地区持续处于低值。随着长三
角城市群总体内部差异减小，空间关联类型中仅有低低集聚类型存在，位于城市群西部
边缘的安庆和池州。2016年珠三角内部城市之间的协调度差异仍然较大，北部地区协调
度较低。深圳属于高高集聚类型，肇庆为低高集聚类型。
3.6 发展类型上，经济发达的城市趋向于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同步发展”

将研究期内各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得分的位序进行比较，对各城市发展类型进
行划分。若经济发展位序比环境质量靠前2位以上，视为“经济先行”；若环境质量位序
比经济发展靠前2位以上，视为“环境先行”；若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位序的差距小于等
于2，视为“同步发展”。

2006 年三大城市群共有 11 个城市发展类型为“同步发展”，20 个城市为“经济先
行”，17个城市“环境先行”（图 5）。京津冀除北京为“同步发展”外，其他城市都为

“经济先行”。长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为“同步发展”，基本连片分布于长三角中南部，包
括上海、杭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4个城市为“经济先行”，分布于浙江沿海地区；13个

280



2期 张国俊 等：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图5 2006年和2016年三大城市群各城市发展类型
Fig. 5 Th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types of cities in the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2006 and 2016

图4 2016年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LISA图
Fig. 4 LISAof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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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为“环境先行”，主要分布于长三角西部和北部。珠三角共有 4个城市为“经济先
行”，位于城市群中部，其他5个城市为“环境先行”。2016年，三大城市群共有12个城
市“同步发展”，“经济先行”和“环境先行”的城市各有18个。京津冀“同步发展”的
城市增加2个，共有北京、天津和邯郸3个城市属于“同步发展”类型；秦皇岛和承德转
为“环境先行”；其他城市仍为“经济先行”类型。长三角有7个城市为“同步发展”类
型；“经济先行”类型的城市数量增加4个，空间分布往北部拓展；“环境先行”城市数
量减少 2 个，分布于长三角中部和西部。珠三角的广州和深圳转变为“同步发展”类
型，东莞转变为“生态先行”。

总体上，京津冀内部城市持续以“经济先行”类型为主，但经济发达的城市具有向
“同步发展”转变的迹象；长三角内部城市“经济先行”和“环境先行”类型数量趋向均
衡，“经济先行”类型具有向北部拓展的趋势，经济发达城市多为“同步发展”类型；珠
三角经济发达城市从“经济先行”转变为“同步发展”。

4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影响因素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和制约，参考相关研究成果[14,44]，
结合数据可得性，选取单位工业产值用电量表征能源消耗水平（x1），科学技术支出占财
政支出比重表征科学技术水平（x2），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表征固定资产投资强度
（x3），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表征外资依存度（x4），非私营企业从业人口占从业总人
口比重表示所有制结构（x5）。将这5个指标作为自变量，各城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度为因
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由于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取值范围介于0~1之间，存在截断现象，引入面板Tobit计量
模型对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模型公式为：

D = β0 + β1x1 + β2 x2 + β3x3 + β4 x4 + β5x5 + ε （17）

式中： D 为经济与环境协调度； β0 为常数项； βi 为各影响因素回归系数； ε为随机误

差项。
从各城市群内部分析各因素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影响。由表6可知，这5个因素都

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具有影响作用，但对不同城市群的影响有所差异。
能源消耗水平对京津冀和长三角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具有负向影响，但对珠三角的

影响不显著。京津冀是中国传统重工业基地，以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等重工业为主导
的工业格局使其能源利用强度持续位于全国高位，再加上以煤炭作为支柱的能源利用结
构，导致京津冀经济发展伴随着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
向影响。相比京津冀，长三角的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占比较低，但也集聚了石化、钢
铁、印染、纺织等传统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深，加
重环境负担，不利于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而珠三角工业主导产业以通信电子设备制
造、家用电器、纺织家居等轻工业为主，产业发展对能源的依赖性较低。珠三角高能耗
产业相对较少，能源消耗水平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影响不显著。以单位GDP工业废水
排放量为例，排名前 20 的城市中，属京津冀的占 11 个、长三角占 7 个、珠三角仅占 2
个，而且排名都靠后。

科学技术水平对城市群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方面，科技进
步有利于提升工业技术装备水平，加快传统产业升级，助推新兴产业成长，优化产业结
构；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直接作用于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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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和破坏。
三大城市群是全国科学研究和高新技
术产业的重要集聚区，2016年京津冀
普通高等学校占全国 10.25%，专利
授权量占全国 10.67%，其中北京拥
有全国最强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和大
量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5]；长三角科教
与创新资源丰富，普通高等院校数量
占全国11.56%，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

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近 300 家③；
2016 年珠三角科技创新企业 18880

家，日均新增 22家④。强大的科技能
力促进了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的协
调度逐年上升。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对各城市群的
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投资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
动力，第二产业是中国城市固定资产
投资的主要集中领域 [46]。相对第一、
第三产业，目前第二产业对能源依赖
较深，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更大，对第
二产业的大规模投资不利于经济与环
境协调发展。三大城市群在进行固定
资产投资时应适当提高投资的环境准入门槛，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增加对经济环境协调
发展有利的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47]，为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外资依存度对各城市群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
环境影响的相关研究中盛行的一个观点是“污染天堂”假说，即外资利用发展中国家较
低的环境管制标准，将污染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布局于发展中国家，使其沦为发达
国家的“污染天堂”[48]。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外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更复杂的传导
机制[49]，有研究认为外资增加所诱致的经济规模扩张导致了环境污染[50]。三大城市群中
外资依存度较高的多为经济实力较弱、产业结构层次偏低的城市，这些城市所吸引的外
商投资对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度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外商投资力度增强可能对部分内
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水平产生冲击，增加了内资企业进一步提升技术、转型升级的
难度；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使区域经济规模扩大，而节能环保技术的提升相对较慢，无
法消除经济规模扩张造成的环境污染增量；此外，部分外商投资于高能耗、高污染的行
业，也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所有制结构对京津冀和长三角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影响不显著，但国有化程度对珠
三角经济与环境协调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一方面，国有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具有
非营利性的社会功能，承担着更大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51]，当面临环境管制时，更倾

③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长江三角洲

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通知.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hwb/201606/t20160603_806390.html。

④ 数据来源：南方日报. 《2016珠三角企业创新报告》：珠三角去年日均诞生 22家高新企业, http://static.nfapp.

southcn.com/content/201705/08/c410603.html, 2018-12-01。

表6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回归结果
Tab. 6 Estim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解释变量

x1

x2

x3

x4

x5

C

Log likelihood

Wald chi2(5)

Prob > chi2

京津冀城市群

-0.093***

（0.028）

0.119***

（0.029）

-0.152***

（0.023）

-0.034*

（0.020）

0.004

（0.019）

0.462***

（0.021）

285.139

91.740

0.000

长三角城市群

-0.131***

（0.019）

0.099***

（0.014）

-0.067***

（0.014）

-0.071***

（0.011）

0.004

（0.014）

0.512***

（0.014）

642.133

424.870

0.000

珠三角城市群

-0.008

（0.016）

0.063***

（0.011）

-0.041**

（0.018）

-0.117***

（0.017）

0.020**

（0.009）

0.540***

（0.021）

248.631

310.870

0.000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

数值表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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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提高节能减排能力，而私营和外资企业更倾向于迁往环境管制不严格的地区以获得
更大的经济利润[52]；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一般规模较大，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更有能
力采取措施达到环保要求[53]。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自下而上”的特点，民营经
济发达，中小企业众多，国有经济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珠三角体现更为
明显。

5 结论与讨论

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指标
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评价模型测算经济与环境协调度，运用泰尔指数、马尔科夫链
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剖析了 2006—2016年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
征，并运用Tobit模型进一步对其影响因素进行阐释。研究结论如下：

（1）从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共性角度看，主要表现在：① 协调程度方
面，三大城市群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各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差异逐步缩小；② 协调
度等级演化方面，均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所处的协调等级越高，越倾向稳定于同
一等级；③ 协调度空间分布方面，其高值主要位于城市群中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以及部
分沿海沿江发达城市，并以高值为中心呈现连片发展特征；④ 协调度空间关联方面，逐
步由分散向集聚方向发展；⑤ 影响因素方面，科学技术水平对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
调度均产生正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和外资依存度对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
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2）从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之间的差异角度看，主要表现在：① 珠三角的
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持续高于京津冀和长三角，但内部城市之间差异相对较大；② 长三角
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增速最快，空间格局趋向均衡，“经济先行”和“环境先行”并重的
城市相对较多；③ 京津冀协调度高值地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内部城市以

“经济先行”类型为主导。④ 能源消耗水平仅对京津冀和长三角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具
有显著负向影响；所有制结构仅对珠三角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具有显著影响。

根据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共性和个性分析，未来对三大城市群需加强科
技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固定资产投资应适当提高投资的环境准入门槛，特别是对城市群
内经济相对较弱的城市，应合理调整投资结构，促进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均衡发展；
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需要慎重对待引入产业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时也需要注重对本地产
业的培育，降低对外来资本的依赖性。重点加强对京津冀和长三角能源消耗的监测；制
定政策措施激发珠三角民营企业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发挥清洁生产技术的溢出效应。
长三角继续保持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增速快且发展较均衡的优势，提升辐射带动效应；京
津冀在内部区域产业结构层次、生态环境承载力与人口、产业之间的匹配等方面需要进
一步增强改进措施，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发展总体水平得以较大提升。

上述结论表明三大城市群之间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在时序演进和空间格局上具有一定
的相似性，而在城市群内部发展均衡性、发展类型侧重点和影响因素上有所差异。城市
群作为城市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对于集聚生产要素、优化空间布局具有引
领作用，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协调程度是其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体现。为积极推进城市群
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发挥其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需要对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
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今后的研究可将研究范围扩大至全国所有城市群，此外，随着基
础数据的完善和技术方法的改进，在影响因素的探讨上可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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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patial- temporal pattern of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in Beijing- Tianjin- Hebei region,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from 2006 to 2016 by means of entropy method, Theil index,
Markov chain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then explor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ith Tobit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grew continuously from
2006 to 2016. In additi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ities gradually narrowed. (2) Path
dependence played a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level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ordination. However,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tended to reach a higher level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3) Cities with higher
administrative levels and some developed cities along rivers or the sea continued to be at a
higher level of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4)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had changed from decentralization to
agglomeration. (5) Regarding the type of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cities
tended to develop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environment. (6) Energy consumption,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dependence o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have impacts on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as a whole and each urban
agglomeration, but the significant degree of the influence of each factor is different.
Key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quality; degree of coordination; spatiotem-
poral pattern; influencing factors;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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